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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探讨社会支持在人类免疫缺陷病毒（ＨＩＶ）感染孕产妇负性情绪与应对方式之间的中介效应。

方法　利用社会支持评定量表（ＳＳＲＳ）、预防ＨＩＶ母婴传播知信行量表（ＫＡＰＳＰＭＴＣＴ）、焦虑自评量表（ＳＡＳ）、抑郁

自评量表（ＳＤＳ）、ＢｅｒｇｅｒＨＩＶ感知歧视量表（ＢＨＳＳ）和简易应对方式问卷（ＳＣＳＱ），通过方便抽样的方法选取２０２名

ＨＩＶ感染孕产妇进行测试，采用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分析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变量之间的关系。结果　社会支持、负性情绪

与应对方式两两之间的总得分均存在相关性；社会支持总分与负性情绪总分（犘＜０．０５）、消极应对得分（犘＜０．０１）均呈

负相关，与积极应对得分呈正相关（犘＜０．０１）；负性情绪总分与积极应对得分呈较弱的负相关（犘＝０．０７），与消极应对

得分呈较强的正相关（犘＜０．０１）。结构方程模型表明负性情绪主要是通过社会支持的中介作用间接影响ＨＩＶ感染孕

产妇的应对方式（χ
２／ｄ犳＝１．８３５，拟合优度指数为０．９７５，调整拟合优度指数为０．９６１，范式拟合指数为０．９５０，增值拟合

指数为０．９３８，比较拟合指数为０．９８１，简约调整比较拟合指数为０．４５２，近似误差均方根为０．０６４），对积极应对与消极

应对总的中介效应量分别为－０．２７３、０．５２２。结论　社会支持是ＨＩＶ感染孕产妇负性情绪与应对方式之间的重要中介

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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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ｃａｄＪＳｅｃＭｉｌＭｅｄＵｎｉｖ，２０１７，３８（１２）：１５３７１５４２］

　　人类免疫缺陷病毒（ｈｕｍａｎｉｍｍｕｎｏ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ｖｉｒｕｓ，ＨＩＶ）感染的孕产妇由于其特殊的社会、家庭

地位和脆弱的生理、心理特点，不仅面临着肉体上的

痛苦和对ＨＩＶ母婴传播的担心，而且还受到社会歧

视，与普通孕产妇和其他ＨＩＶ感染人群相比，她们

更容易产生负性情绪；若缺乏必要的心理疏导和社

会支持，消极、退避甚至自杀等极端应对方式和

ＨＩＶ母婴传播的风险将增加
［１２］。研究表明，社会

支持与ＨＩＶ感染孕产妇的负性情绪（焦虑、抑郁和

歧视感）相关，而负性情绪又与其应对方式相关［３７］。

这些研究的统计学处理大多采用相关分析、回归分

析等传统方法，无法区分各变量之间是直接相关还

是间接相关，也不能说明负性情绪与应对方式的相

关是否受到社会支持中介效应的影响。

结构方程模型是一种建立、估计和检验因果关

系模型的方法，既可用于研究可观测的显变量，又可

用于研究不能够直接观测的潜变量，还可以通过路

径图直观地显示变量间的关系，因此在处理显变量、

测量误差及潜变量之间关系时表现出特有的优

势［８］。目前，国内外ＨＩＶ与ＨＩＶ母婴传播的行为

干预理论主要是 Ｆｉｓｈｅｒ的信息动机行为技巧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ＩＭＢ）理论

和知信行（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ＫＡＰ）

理论［９］，这些理论模型的适用性在ＨＩＶ感染孕产妇

等人群中均有较好验证，但其测量模型和结构模型

中只包括了信息、态度、动机和行为因素，而对行为

有重要影响的心理因素和社会支持等变量却被排除

在外，关于负性情绪、社会支持与应对方式之间相互

作用关系的关注极少。本研究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分

析的优势，探讨ＨＩＶ感染孕产妇负性情绪与应对方

式的关系，揭示社会支持在ＨＩＶ感染孕产妇负性情

绪与应对方式中的中介效应作用，为有效开展ＨＩＶ

感染孕产妇的心理干预和母婴阻断工作提供实证

依据。

１　对象和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采用方便抽样的方法，选择

２０１２年６月至２０１６年６月就诊于广西壮族自治区

贵港市、桂平市和平南县所有开展助产服务的医疗

保健机构，孕期或产后１周内确诊感染ＨＩＶ的所有

孕产妇。纳入标准：（１）诊断标准符合《全国ＨＩＶ检

测技术规范》；（２）排除合并严重脏器或精神性疾病

者；（３）自愿签署知情同意书。由经过统一培训的各

定点医院专案管理人员实施问卷调查。本研究经贵

港市妇幼保健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１．２　研究工具

１．２．１　一般情况问卷　包括年龄、民族、户口、文化

程度、职业、收入、婚姻、孕产次数、确诊时间及感染

方式等。

１．２．２　社会支持问卷　拟通过信息支持（ＨＩＶ母

婴传播知识知晓水平与获取途径）、客观支持（与他

人联系的实际情况）、主观支持（自我感觉获得他人

支持的程度）、支持利用度（遭遇生活事件时能够利

用他人支持和帮助的程度）４个方面进行考察
［１０］。

信息支持测量采用预防ＨＩＶ母婴传播知信行量表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ｓｃａｌｅｆｏ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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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ＭＴＣＴ，ＫＡＰＳＰＭＴＣＴ）
［１１］中的知识亚量表，共

１２个条目；后３者测量采用肖水源
［１２］的社会支持评

定量表（ｓｏｃｉａｌｓｕｐｐｏｒｔｒａｔｉｎｇｓｃａｌｅ，ＳＳＲＳ），包括客

观支持、主观支持和支持利用度３个分量表，共

１０个条目。４个分量表均按０～４级计分，总得分越

高表示社会支持水平越高。本研究中社会支持总量

表和４个分量表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系数分别为

０．７８８、０．８５６、０．８３０、０．７９２、０．８０４，因子分析证实均

有较好的结构效度和内容效度。

１．２．３　负性情绪问卷　采用焦虑自评量表（ｓｅｌｆ

ｒａｔｉｎｇａｎｘｉｅｔｙｓｃａｌｅ，ＳＡＳ）、抑郁自评量表（ｓｅｌｆ

ｒａｔｉｎｇ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ｓｃａｌｅ，ＳＤＳ）和ＢｅｒｇｅｒＨＩＶ感知歧

视量表（ＢｅｒｇｅｒＨＩＶｓｔｉｇｍａｓｃａｌｅ，ＢＨＳＳ）进行评

分，得分越高表示负性情绪（焦虑、抑郁、歧视感）越

严重。ＳＡＳ和ＳＤＳ各有２０个条目，按１～４级计

分，２０个条目总得分为粗分，粗分乘以１．２５后的整

数部分为标准分［１３］。ＢＨＳＳ包含４０个条目，分为个

体化歧视、担心公开、负面自我印象和关注公众态度

４个维度，按１～４级计分
［１４］。本研究中负性情绪总

量表和３个分量表的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系数分别为

０．８６０、０．８２７、０．８８３、０．９１１。

１．２．４　应对方式问卷　采用简易应对方式问卷

（ｓｉｍｐｌｉｆｉｅｄｃｏｐｉｎｇｓｔｙｌｅ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ＳＣＳＱ）
［１５］

进行评价。该问卷共２０个条目，由积极应对和

消极应对２个维度组成并分别计分。本研究中

ＳＣＳＱ总量表、积极应对分量表和消极应对分量

表的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系数分别为０．８０４、０．７９５、

０．８５４。

１．３　统计学处理　使用ＥｐｉＤａｔａ３．０建立数据库，双

录入检错。应用ＳＰＳＳ１９．０及Ａｍｏｓ２０．０软件对数

据进行统计学分析并建立结构方程模型。量表得分

以珔狓±狊表示，两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狋检验，显变

量之间的相关性采用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分析，检验水准

（α）为０．０５。对于测量模型部分，社会支持、负性情

绪、应对方式与其对应显变量之间的适配程度采用

验证性因素分析进行检验；对于结构模型部分，潜变

量之间的路径系数采用路径分析方法进行检验；参

数估计采用极大似然法；假设模型中社会支持中介

效应的显著性采用偏差校正的非参数百分位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ｐｉｎｇ法
［８］进行检验。当χ

２／ｄ犳 ≤２．０００、

拟合优度指数（ＧＦＩ）≥０．９、调整拟合优度指数

（ＡＧＦＩ）≥０．９、范式拟合指数（ＮＦＩ）≥０．９、非范拟

合指数（ＮＮＦＩ）≥０．９、相对拟合指数（ＲＦＩ）≥０．９、

增值拟合指数（ＩＦＩ）≥０．９、比较拟合指数（ＣＦＩ）≥

０．９、简约调整比较拟合指数（ＰＣＦＩ）≤０．５、近似误

差均方根（ＲＭＳＥＡ）＜０．００８，表明模型拟合较好
［８］。

２　结　果

２．１　一般资料　共发放问卷２１８份，回收有效问卷

２０２份，有效率９２．７％。２０２名调查对象平均年龄

（２４．２±５．７）岁。民族：汉族９９人（４９．０％），少数民

族１０３人（５１．０％）；户口：城镇８５人（４２．１％），非城

镇１１７人（５７．９％）；文化程度：小学及文盲２４人

（１１．９％），中学１４９人（７３．８％），大学及以上２９人

（１４．４％）；职业：公职２３人（１１．４％），工人４９人

（２４．２％），农民及其他１３０人（６４．４％）；个人月均收

入：≤１０００元７７人（３８．１％），＞１０００～３０００元８３

人（４１．１％），≥３０００元４２人（２０．８％）；婚姻状况：

初婚１６４人（８１．２％），未婚及其他３８人（１８．８％）；

孕产次：初孕１１８人（５８．４％），再孕未育１７人

（８．４％），其他６７人（３３．２％）；确诊时间：既往感染

４６人（２２．８％），婚检发现８７人（４３．１％），孕检发现

５３人（２６．２％），产检发现１６人（７．９％）；感染方式：

婚外性传播８６人（４２．６％），婚内性传播２４人

（１１．９％），血液传播２１人（１０．４％），不详７１人

（３５．１％）。

２．２　社会支持、负性情绪及应对方式之间的相关

关系　社会支持总分为（５３．７５±８．０２）分，其中主观

支持（２４．１６±４．２０）分、客观支持（８．０６±３．１２）分、

信息支持（１６．５５±７．４７）分、支持利用度（７．１５±

２．８０）分。负性情绪总分为（１１８．４２±１２．６５）分，其

中焦虑（４０．２１±９．１８）分、抑郁（４７．８４±１０．２６）分、

歧视感（１０５．０６±８．５９）分。积极应对得分为（２２．９６±

６．１４）分，消极应对得分为（１３６．４５±３．６９）分。

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分析显示，社会支持、负性情绪及

应对方式两两之间的总得分均相关。其中社会支持

总分与负性情绪总得分呈负相关（狉＝－０．３１９，犘＜

０．０５），与积极应对得分呈正相关（狉＝０．３７４，犘＜

０．０１），与消极应对得分呈负相关（狉＝－０．４０６，犘＜

０．０１）；负性情绪总分与积极应对得分呈较弱的负相

关（狉＝－０．１０６，犘＝０．０７），与消极应对得分呈较强

正相关（狉＝０．４８２，犘＜０．０１）。

客观支持与信息支持之间、主观支持与支持利

用度之间得分均无明显相关（犘＞０．０５），其余各分

量表得分间均存在相关性（犘＜０．０５，犘＜０．０１），见

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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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犎犐犞感染孕产妇社会支持、负性情绪与应对方式之间的犘犲犪狉狊狅狀相关分析

犜犪犫１　犘犲犪狉狊狅狀犮狅狉狉犲犾犪狋犻狅狀犫犲狋狑犲犲狀狊狅犮犻犪犾狊狌狆狆狅狉狋，狀犲犵犪狋犻狏犲犲犿狅狋犻狅狀，犪狀犱犮狅狆犻狀犵狊狋狔犾犲狅犳犎犐犞犻狀犳犲犮狋犲犱狆狉犲犵狀犪狀狋狑狅犿犲狀

狉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ａｖａｉｌ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ｘｉｏｕｓ Ｄｅｐｒｅｓｓｅｄ 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ｃｏｐｉｎｇ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ｃｏｐｉｎｇ

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ｕｐｐｏｒｔ 　１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ｕｐｐｏｒｔ 　０．１８３ 　１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ｕｐｐｏｒｔ 　０．３１８ 　０．１０７ 　１

Ｓｕｐｐｏｒｔａｖａｉｌａｂｉｌｉｔｙ 　０．１１４ 　０．２１５ 　０．２９９ 　１

Ａｎｘｉｏｕｓ －０．２５２ －０．４５２ －０．６１８ －０．３０４ 　１

Ｄｅｐｒｅｓｓｅｄ －０．２１９ －０．３９７ －０．５３６ －０．３８１ 　０．２０５ 　１

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０．３１７ －０．６０６ －０．４２５ －０．２４３ 　０．３７６ 　０．４８４ 　１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ｃｏｐｉｎｇ 　０．３５１ 　０．３６２ 　０．４９５ 　０．４１０ －０．２３１ －０．２０７ －０．２８６ 　１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ｃｏｐｉｎｇ －０．２１４ －０．２２５ －０．３９１ －０．１２９ 　０．４９７　０．４２２ 　０．５８９ 　０．２３７ 　１

　　ＨＩＶ：Ｈｕｍａｎｉｍｍｕｎｏ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ｖｉｒｕｓ．犘＜０．０５，犘＜０．０１

２．３　社会支持、负性情绪及应对方式的结构方程模

型分析　根据资料
［３６］、研究目的和各变量间的关系

分析，提出以下假设并建立初始模型：（１）负性情绪直

接影响ＨＩＶ感染孕产妇的应对方式；（２）社会支持直

接影响应对方式；（３）社会支持在负性情绪和应对方

式之间可能有中介作用。运用Ａｍｏｓ２０．０软件对结

构模型与实际数据的拟合程度进行假设检验、逐步修

正和参数估计。路径分析表明，除了歧视感到应对方

式（β＝０．１１，犘＝０．１０８）这条路径之外，其余路径的标

准化路径系数均达到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

说明负性情绪对应对方式的影响既有直接效应，也有

通过社会支持实现的间接效应。删除歧视感到应对

方式这条路径后，Δχ
２＝２．０７，犘＝０．８２４，得到拟合指

标较优且相对精简的最终模型（图１）。其中，χ
２／ｄ犳＝

１．８３５，ＧＦＩ＝０．９７５，ＡＧＦＩ＝０．９６１，ＮＦＩ＝０．９５０，

ＮＮＦＩ＝０．９７９，ＲＦＩ＝０．９２２，ＩＦＩ＝０．９３８，ＣＦＩ＝０．９８１，

ＰＣＦＩ＝０．４５２，ＲＭＳＥＡ＝０．０６４。所有拟合指标均达

到测量学标准，表示模型可以接受，假设较为合理。

社会支持中介效应的检验结果显示，各路径的９５％犆犐

均未包括０，说明中介作用显著（表２）。其中，负性情

绪对积极应对的直接效应为（－０．０２５）＋（－０．０３４）＋

（－０．０１８）＝－０．０７７，中介效应为（－０．１１６）＋

（－０．０８１）＋（－０．０７６）＝－０．２７３；负性情绪对消极应

对的直接效应为０．０６１＋０．０９８＋０．００７＝０．１６６，中介

效应为０．１９６＋０．２０４＋０．１２２＝０．５２２。

图１　犎犐犞感染孕产妇社会支持、负性情绪与应对方式的结构方程模型

犉犻犵１　犛狋狉狌犮狋狌狉犪犾犲狇狌犪狋犻狅狀犿狅犱犲犾犳狅狉狊狅犮犻犪犾狊狌狆狆狅狉狋，狀犲犵犪狋犻狏犲犲犿狅狋犻狅狀犪狀犱犮狅狆犻狀犵狊狋狔犾犲

狅犳犎犐犞犻狀犳犲犮狋犲犱狆狉犲犵狀犪狀狋狑狅犿犲狀

ＨＩＶ：Ｈｕｍａｎｉｍｍｕｎｏ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ｖｉｒｕｓ．Ｔｈｅｅｌｌｉｐｓｅｓ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ｕｎ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ｌａｔｅｎｔｆａｃｔｏｒｓ，ｔｈｅｂｏｘｅｓ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ｅ１ｅ１１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ｅｒｒｏｒ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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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２期．覃寿学，等．社会支持在人类免疫缺陷病毒感染孕产妇负性情绪和应对方式之间的中介效应

表２　结构方程模型中社会支持中介效应的显著性检验

犜犪犫２　犛犻犵狀犻犳犻犮犪狀犮犲狋犲狊狋狅犳犿犲犱犻犪狋犻狀犵犲犳犳犲犮狋狅犳狊狅犮犻犪犾狊狌狆狆狅狉狋犻狀狊狋狉狌犮狋狌狉犪犾犲狇狌犪狋犻狅狀犿狅犱犲犾

Ｐａｔｈ Ｄｉｒｅｃｔｅｆｆｅｃｔ（９５％犆犐） Ｍｅｄｉａｔｉｎｇｅｆｆｅｃｔ（９５％犆犐） Ｔｏ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９５％犆犐）

Ａｎｘｉｏｕｓ→ｓｏｃｉａｌｓｕｐｐｏｒｔ→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ｃｏｐｉｎｇ －０．０２５（－０．０１６，－０．０４４） －０．１１６（－０．２０４，－０．０９２） －０．１４１（－０．２３１，－０．１１５）

Ｄｅｐｒｅｓｓｅｄ→ｓｏｃｉａｌｓｕｐｐｏｒｔ→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ｃｏｐｉｎｇ －０．０３４（－０．０７５，－０．００９） －０．０８１（－０．１２１，－０．０６０） －０．１１５（－０．１７７，－０．０７６）

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ｓｏｃｉａｌｓｕｐｐｏｒｔ→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ｃｏｐｉｎｇ －０．０１８（－０．０３９，－０．０１０） －０．０７６（－０．１０６，－０．０６３） －０．０９４（－０．１３４，－０．０６８）

Ａｎｘｉｏｕｓ→ｓｏｃｉａｌｓｕｐｐｏｒｔ→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ｃｏｐｉｎｇ ０．０６１（０．０１８，０．２０５） ０．１９６（０．１６２，０．２４４） ０．２５７（０．１８６，０．３２３）

Ｄｅｐｒｅｓｓｅｄ→ｓｏｃｉａｌｓｕｐｐｏｒｔ→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ｃｏｐｉｎｇ ０．０９８（０．０４１，０．２６３） ０．２０４（０．１８５，０．２８７） ０．３０２（０．２３５，０．４０６）

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ｓｏｃｉａｌｓｕｐｐｏｒｔ→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ｃｏｐｉｎｇ ０．００７（０．００２，０．０１６） ０．１２２（０．０９３，０．１７８） ０．１２９（０．０９５，０．２１１）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ｗａｓｓａｍｐｌｅｄｆｏｒ２０００ｔｉｍｅｓ．ＣＩ：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ｉｎｔｅｒｖａｌ

３　讨　论

应对是一种包含多种策略的、复杂的、多维的态

度和行为过程，不同的应对方式决定不同的应对行

为和结果。对于ＨＩＶ感染孕产妇而言，应对方式对

其在ＨＩＶ母婴传播阻断服务的积极与消极利用中

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从而影响ＨＩＶ母婴传播的发生

率。本研究验证了一个假设的行为干预理论模型：

社会支持是ＨＩＶ感染孕产妇负性情绪与应对方式

之间的重要中介变量。验证结果显示，所有拟合指

标均达到测量学标准，表示模型假设较为合理。

社会支持是个体从其所拥有的社会关系（家庭、

政府和社会团体等）中获得精神和物质上的支

持［１６］。本研究中社会支持各分量表得分与积极应

对得分均呈正相关（犘＜０．０１），与消极应对得分均

呈负相关（犘＜０．０５，犘＜０．０１），社会支持对应对方

式的标准化直接总效应达０．７８，说明社会支持在

ＨＩＶ感染孕产妇应对方式的直接影响因素中占有

重要位置；其中信息支持与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的

相关性最强（犘＜０．０１），说明ＨＩＶ母婴传播相关知

识对ＨＩＶ感染孕产妇的应对方式有重要影响，这与

曲波等［１７］和姜袁等［１８］的研究结果一致。而采用

ＫＡＰ、ＩＭＢ理论模型在一些重点人群中的研究显

示，信息对行为没有直接影响［９，１９］，原因可能是“楼

顶效应”，即这些人群的信息水平可能达到了一定的

高度，以至于在模型中信息对其他因素的作用被弱

化。另外，客观支持与应对方式也显著相关（犘＜

０．０５），说明提高物质支持水平也至关重要。研究显

示，我国相关政策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ＨＩＶ

感染孕产妇的社会支持水平；但与普通孕产妇相比

仍有５０％左右的缺失，普遍支持提供者少、支持内

容短缺和支持力度弱［３］。说明我国ＨＩＶ感染孕产

妇的社会支持水平有待提高。

负性情绪是指生活事件对人们心理所造成的负

面影响，其中焦虑和抑郁较为常见，在我国ＨＩＶ感

染孕产妇中的发生率分别为５９．２％、４３．２％
［４］。由

于妊娠和ＨＩＶ感染两个不同生活事件的双重影响，

ＨＩＶ感染孕产妇面临社会性歧视以及家庭和婚姻

破裂等更大压力，负性情绪和消极应对反应增加，容

易隐瞒病情，从而减少了获取社会支持的途径［６］。

本研究显示，焦虑、抑郁、歧视感与社会支持得分均

呈负相关（犘＜０．０５），即负性情绪感越强，ＨＩＶ感染

孕产妇获得社会支持水平越低；相反，社会支持水平

越高，越能够减轻其心理应激反应，提高其自我保健

和社会适应能力，这与既往研究［７，１６］结果一致，也与

Ｒｅｎ等
［２０］对暴露于自然灾难的孕产妇抑郁、社会支

持与应对方式之间关系的研究结果一致。另外，歧

视感与焦虑和抑郁呈正相关（犘＜０．０５），与Ｔｏｄｏｒ

等［２１］和Ｎａｄｉｍｐａｌｌｉ等
［２２］的研究结果一致，说明减少

社会性歧视也有利于缓解情绪紧张。

本研究结果还表明，负性情绪总得分与积极应

对得分呈较弱的负相关（犘＝０．０７），与消极应对得

分呈较强的正相关（犘＜０．０１），说明焦虑、抑郁、歧

视感等负性情绪越强，孕产妇对ＨＩＶ感染和母婴传

播所采取的应对方式就越消极，从而增加ＨＩＶ母婴

传播的可能，与Ｔｏｄｏｒ等
［２１］和Ｓｕ等

［２３］的研究结果

一致，提示在提供ＨＩＶ母婴传播阻断服务时应重视

心理干预。然而本研究中负性情绪对积极应对和消

极应对的直接效应都不强，这与已有认知有一定的

差距。可能是因为这种影响不能完全用线性关系来

表达，因为结构方程模型假设潜变量之间、潜变量与

其指标变量之间的关系是线性的。另外，负性情绪

通过社会支持到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的中介效应分

别为－０．２７３和０．５２２，即负性情绪每变化１个标准

单位，ＨＩＶ感染孕产妇的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即可

通过社会支持分别相应地变化－０．２７３、０．５２２个标

准单位。从效应值来看，负性情绪对ＨＩＶ感染孕产

妇应对方式的影响以间接影响为主，社会支持在两

者之间起重要的中介作用（各路径的９５％犆犐均未包

括０）。这也进一步说明社会支持的重要性，建立以

家庭为主体、以社会为基础的社会支持体系，有助于

提高ＨＩＶ感染孕产妇的心理与情感支持，减少其负

性情绪，增加其积极应对。

总之，本研究在理论层面加深了以往对ＨＩＶ感

染孕产妇应对方式和母婴传播阻断行为的理解，同

时强调了社会支持的重要性，为探讨如何进一步提

·１４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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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ＨＩＶ感染孕产妇的母婴传播阻断依从性与降低

母婴传播率提供了新思路。本研究的不足之处：（１）

方便抽样可能加大了抽样误差；（２）选择的测量工具

均为自评量表，具有主观性，并且这些量表均未在大

样本中国人群中进行本土化处理和信度、效度评估；

（３）焦虑、抑郁和歧视感只是负性情绪的一部分，负

性情绪还可能由其他变量反映，这些都需要后续研

究进一步补充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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